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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杨仁发，李娜娜

摘　要：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测算我国３０个省 （市、自治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看，环境规制与中国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 “Ｕ”型关系，结论经过进一步检验依然成立；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

显著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 “Ｕ”型关系。从环境规

制工具类型看，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且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并不能有效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动态处理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关系、

合理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环境规制政策以及采取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体系对于提升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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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是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建设
“制造强国”指明战略方向。过去制造业粗放式发展模式遏制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工业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公众健康的危险因素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阻

碍。对此，《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指出：“推动绿色增长、实施绿色新政是全球主要
经济体的共同选择，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也成为衡量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推进绿色发展是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但是现阶段中国工业仍未摆脱 “三高”发展模式，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以２０１６年为例，中国工业增加值仅占ＧＤＰ的３３．３０％，但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
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６６．６０％。《２０１８全球环境绩效指数》（ＥＰＩ）也指出，中国ＰＭ２．５综合评测
等多个方面排在倒数第４，成为世界ＰＭ２．５的重灾区［１］。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红线迫使中国工业急需摆
脱粗放式发展模式，推动绿色增长、实现工业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变。而工业绿色发展方式意味着工业
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２］。因此，找出推进我国
工业绿色发展的路径是现阶段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绿色发展是工业发展的新阶段［３］，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能够缓解中国工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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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得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得以有效
解决。强化政府干预成为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环境规制作为影响工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因素［４］，一方面保证经济主体平等地实现权利和义务，有效激励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影响
企业生产成本与绿色创新，成为降低工业环境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绿色
发展会产生 “遵循成本”以及 “创新补偿”两种不同的效应，环境规制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的效应
也就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之间的相互博弈。因此，环境规制能否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
用？怎样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减弱环境规制的 “成本效应”，实现 “创新效应”，从而提高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不同区域是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作用的发挥以及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是否对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工业绿色发展的评价，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多数从单一指标［５］、综合指标［６］［７］

以及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８］［９］［１０］等方面着手。随着工业绿色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对
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主要从技术进步、对外开放、行业特征等角度展开。在技术创
新方面，岳鸿飞等在测算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时发现，技术创新是促进工业
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贡献率达４７．７％［１１］。在对外开放方面，彭星等研究发现，低水平的贸易开
放和全球价值链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且存在地区差异性，进口贸易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绿色转
型，但是出口贸易起到相反作用，ＦＤＩ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不显著［１２］。在行业特征方面，周五
七研究认为，行业规模以及行业集聚效应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ＴＦＰ的提升，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
工业绿色ＴＦＰ增长［１３］。
关于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多从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１４］、工业绿

色转型［１５］［１６］、工业生态效率［１］、工业绿色发展绩效［１７］等方面进行有益探讨。在工业绿色增长方面，
陈超凡等分析发现，整体上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绿色增长，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均与工业绿色增长
呈现倒 “Ｕ”型关系，但是存在行业异质性［１４］。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申晨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
能够通过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两种途径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但是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转
型的作用渠道存在差异性［１５］。在工业生态效率方面，邱兆林等认为，地区垄断程度会影响环境规
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当地区行政垄断程度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工业生态效
率；当地区垄断程度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不显著［１］。在工业绿色发展绩
效方面，王丽霞等基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评价，探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关系
时发现，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绩效之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１７］。以上分析为研究环境规制与工
业绿色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测算较少关注，同时在分析环境规制
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时，并没有较完备地区分地区差异、环境规制强度差异以及规制类
型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并将异质性分析纳入研究范畴；二是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采用兼具径向和非径向松弛变
量的ＥＢＭ模型，构建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Ｌ）指数来衡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有效
避免测算效率分值存在问题，从而更准确地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在研究对象上，分别考察
不同规制强度、不同区域以及环境规制工具类型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从而为提高中国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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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工业绿色发展要求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注重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降低污染排放、发展循环
经济与低碳技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１８］。因此，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着眼于技
术创新以及污染治理成本的降低，而环境规制正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生产成本两个方面作用于工
业绿色发展。一方面，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Ｒ＆Ｄ投资［１９］，提高企业节能减排技术以及工艺
创新的动力，降低非期望产出，同时环境规制还能通过市场淘汰机制改变低效率、高污染企业的区
位选择［２０］，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服从
成本，对生产性投资、创新活动和组织管理产生 “挤出效应”，制约企业技术进步，间接地对企业
绿色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同时环境规制也增加了企业生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延缓企业投资决
策，进一步阻碍企业新产品与新技术研发［２１］。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取决于这
两种不同效应的净合力，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但是这种非线性关系会受到所处环境
规制强度区间的影响。
当环境规制处于较低水平时，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使得企业在污染排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支付

成本占企业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较低，企业缺乏为降低环境污染而进行生产与排污技术革新的动力。同
时，企业为了获取数量型增长，往往会将部分绿色技术创新经费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势必削弱企业的
绿色创新研发力度，此时环境规制的 “创新补偿”效应较低，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
高。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治污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企业不得不考虑
通过管理制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２２］［２３］。而且，严格的环境规制所造成的高生产
成本会淘汰部分高耗能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低耗能高收益企业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
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成果显著，从而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综上所述，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水平

时，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高水平区间时，则起到促进作用。
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区域由于地理环境、资源丰裕程度以及发展基础的不同，使得区域内企业

对于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服从成本的承担能力以及治污技术革新的动力存在固有差异。一方面，东部
地区凭借良好的人力资源优势与工业发展基础，能够承担环境治理所产生的环境守法成本，有积极性
且有能力进行排污技术革新，降低污染排放，“创新补偿”效应凸显，进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
升；另一方面，东部地区正在迈入集约型增长阶段，注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制度顶层设计，加强环境
规制对于工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工业基
础较为薄弱，企业更加注重数量型增长，无法有效缓解区域内高污染低效益的局面。首先，企业环境
治理成本占企业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较高，企业在短期内难以突破技术瓶颈，治污成本无法通过创新收
益得以补偿；其次，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经济增长压力，依然有动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规模效
益［２４］。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作用可能有限。同时，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往往难以满足绿色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要求，阻碍了 “创新效应”的有
效发挥，一定程度上限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是，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增强，治污成本在企
业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此时企业也将开始通过管理制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来实现区域内工业
粗放式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人力资本水平也得到提升，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
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其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为了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提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现阶段实施的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命令

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分别涉及政府、企业与公众三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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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环境规制内涵。具体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处罚提高工业企业环境准入门
槛，建立环境负面清单，限制重污染工业企业的进入，降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进而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市场的作用，
使企业在排污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自主选择，决定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排污量［２５］，通过价格信
号激发企业进行排污技术升级的积极性，实现工业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与命令型环境规制手段相
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基于 “污染者付费”原则，旨在鼓励企业自主选择排污水平，通过成
本与收益之间的博弈，做出最优选择，能够补充命令型行政工具的单一性以及强制性的不足。公众
参与型环境规制则有利于行为主体自发参与和监督环境问题的解决情况，确保环境规制体系运作的
有效性和完整性，核心在于通过公众参与，影响工业环境治理绩效，积极反映自身环保诉求，降低
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具有较强的自愿性特点。但是，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离不开政府法律政策的引
导以及有关技术标准和监督管理体系的完善，而且这种规制工具发挥作用的时滞性也较长。综上可
以看出，这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类型发挥作用的主体并不相同，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渠道存在
差异，这样在执行规则、强制性、作用时间与效果上就会不同，从而影响企业的排污动机以及绿色
创新的积极性，进一步影响工业绿色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２和假设３。
假设２：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异质性。
假设３：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类型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作用存在异质性。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在于关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前文理论

分析，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ｌｎｇｑｕｌ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ｅｖｉｔ＋βｎｌｎＸｎ＋εｉｔ （１）
其中，ｇｑｕｌ表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ｅｖ表示环境规制；ｉ表示地区；ｔ表示时间；Ｘ 表示一组

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技术创新 （ｃｒｅ）、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人口密集程度 （ｓｐｒａ）、工业生产水平 （ｉｎｄ）；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将环境规制的

平方项纳入到模型中，构建以下模型：

ｌｎｇｑｕｌ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ｅｖｉｔ＋β２ｌｎｅｖ
２
ｉｔ＋βｎｌｎＸｎ＋εｉｔ （２）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ｇｑｕｌ）。本文使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工业绿色发展
水平的替代指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兼顾绿色和集约发展的科学内涵，反映工业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较为准确地衡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ＥＢＭ模型测算工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ＥＢＭ模型能够兼容径向与非径向成分，有效改进ＳＢＭ模型和ＣＣＲ （ＢＣＣ）模型因采用
单一距离函数导致测算结果存在偏误的问题，避免产生测算效率分值，使结果更加准确［２６］［２７］。由于

ＥＢＭ模型测度的 ＭＬ指数仅表示相邻年份ＴＦＰ的增长率，难以进行跨期比较，故将其转换为全局

ＭＬ指数，实现跨期可比。如２００６年 ＭＬ指数为１，２００７年ＧＭＬ指数为２００６年 ＭＬ指数乘以２００７
年 ＭＬ指数，以此类推。这里，投入变量包括劳动、资本、能源三个维度，其中，劳动采用城镇单位
从业人员数，资本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本存量，能源采用能源消耗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采用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实际投资，并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折旧率
根据张军等［２８］的测算取９．６％。期望产出采用工业增加值，通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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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期望产出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ＳＯ２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ｅｖ）。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主要从单一指标 （多基于投
入型与绩效型指标）以及综合指标法两方面加以衡量。由于本文考察的是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
水平的作用效果，因此采用较为直接且简单的规制实施变量来衡量规制水平。其中，工业环境治理
投资作为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直接投入，能够实现政府环保意识与环保力度的有效发挥，对
于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宋马林等［２９］认为，治污投入越多，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就越强。
本文借鉴原毅军等［３０］、张平等［３１］，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①。同
时，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依据屈小娥［３２］对环境规
制工具类型的衡量方法，命令型环境规制 （ｅｒｃ）采用行政处罚案件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ｅｒｓ）
以群众环境问题上访批次数表示［３３］、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ｅｒｐ）采用排污费的征收总额［３４］进行衡
量，分别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３．控制变量。（１）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为企业先进治污技术的运用
奠定基础，提高企业绿色发展效率。本文借鉴林春等［３５］、彭星等［３６］，采用６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表征人力资本水平。（２）技术创新 （ｃｒｅ）：技术进步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技术创新水平的
提升对于提高企业资源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工业环境污染力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蔡乌赶等［３７］，
采用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３）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对于工业企业而言，
开放程度提高可以引进更加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促进制造业发展；同时，出口产品的生产也伴随着
资源的消耗，而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工业的环境污染［３８］。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度。（４）人口密集程度 （ｓｐｒａ）：地区人口密集程度扩大会加大企业碳排放力
度［３９］，而碳排放也是工业主要污染源，对工业绿色发展提升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借鉴卢洪友等［４０］，
采用单位面积所拥有的人口数量来衡量人口密集程度。（５）工业生产水平 （ｉｎｄ）：工业生产是工业污
染的主要来源，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本文以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工业生产水平［４１］。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０省 （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主要来

自相关年份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
省统计年鉴等，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以及外推法补齐。同时，为避免异方差以及极值存在对模
型估计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ｇｑｕｌ） ３３０　 １．４４３　７　 ０．４１４　９　 ３．３２４　７　 ０．８５１　２
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 （ｅｖ） ３３０　 ２０．６６１　０　 １９．１９８　４　 １４１．６　 ０．４

命令型环境规制 （ｅｒｃ） ３００　 ３　４９３．５３　 ５　３５８．２２　 ３８　４３４　 ８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ｅｒｓ） ３００　 １　６０３．３９　 １　３４７．２８　 ７　５７３　 ２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ｅｒｐ） ３００　 ５９　３２１．３９　 ４８　８２４．６９　 ２８７　３４４　 １　７９９．３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ｈｕｍ） ３３０　 ８．８００　３　 ０．９５１　４　 １２．３０３　７　 ６．５９４　０
技术创新水平 （ｃｒｅ） ３３０　 ２９　１７０．１　 ４８　９３２．３　 ２６９　９４４　 ９７
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 ３３０　 ０．３１４　８　 ０．３８２　３　 １．７２１　５　 ０．０３２　１
人口密集程度 （ｓｐｒａ） ３３０　 ２　７８７．６９　 １　２４３．７８　 ６　３０７　 ５９８
工业生产水平 （ｉｎｄ） ３３０　 ０．３９９　９　 ０．０８１　０　 ０．５３０　４　 ０．１１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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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审稿专家建议，本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
示是稳健的。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以及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也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上一期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会对下一期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ＳＹＳ－
ＧＭＭ）的方法进行估计。同时，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
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分别采用ＡＲ检验以及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由于一步系统ＧＭＭ 估计方法会产生
异方差的问题，本文采用两步系统ＧＭＭ方法进行分析。

（一）基础回归
本文首先考察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基础关系。模型 （１）和 （２）分别表示不加

入控制变量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一次项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模型 （３）和 （４）
是指将环境规制平方项纳入模型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基础回归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ｇｑｕ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ｅｖ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１５　２＊＊＊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４２　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ｅｖ２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ｈｕｍ　 ０．１７６　０＊ ０．２２８　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８）
ｌｎｃｒｅ　 ０．０１３　５＊ ０．０１　２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１）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２４　６＊＊ －０．０３２　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ｌｎｓｐｒａ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４５　６＊＊

（０．１８９） （０．０４６）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４　１
（０．０２５） （０．２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６１　７＊＊＊ －０．３２１　５＊ ０．０７５　８＊＊＊ －０．２３９　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７）

ＡＲ （１）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１　７
ＡＲ （２） ０．１６１　６　 ０．７６８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８９０　９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６５４　１　 ０．８８７　０　 ０．７２１　８　 ０．８４４　３
Ｎ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注：圆括号内表示ｐ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ＡＲ （１）表示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 （２）表明不

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所有回归均采用ｔｗｏｓｔｅｐ。

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控制变量加入与否，环境规制都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在加入
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降低０．０１５　２％，且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地将平方项纳入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平方
项系数为正。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环境规制与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 “Ｕ”型变化趋势。主要原因是：在环境规制水平较低
区间，即 “Ｕ”型曲线的左边，工业企业治污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较低，企业缺乏进行治污减排以
及革新生产技术的积极性。这一阶段工业企业主要注重数量型增长，追求规模效应，虽然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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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提高，但是成本效应大于 “创新补偿”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随着环境规制强
度水平的逐渐提升，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守法成本已经严重威胁到企业生存，部分企业被淘汰或转移
后，剩余企业通过提高治污技术应对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这种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单位产品
造成的污染，使工业绿色生产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此时便进入了 “Ｕ”型曲线右半段，环境规制有
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
越过拐点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从而假设１得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力资本能显著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促

进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且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适应工业企业新排污技术的有效使用。技术创新
也是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原因在于，地区创新水平提升有利于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促
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但是，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密集程度以及工业生产水平都不利于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增加了国内企业对于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消
耗以及环境污染。人口密集程度能够对工业发展发挥集聚效应，但是人口密集程度所带来的资源浪
费、交通拥挤等一系列负向效应会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工业生产水平越高，企业生产模式
可能固化对资源环境的路径依赖，阻碍绿色技术创新［４２］，限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

（二）进一步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首先借鉴张磊等［４３］、盛丹

等［４４］的做法，将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均值的划分为高环境规制强度，低于均值水平的归为低环境规
制强度，同时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实证结果如表３、表４所示。

表３　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ｇｑｕｌ

低环境规制强度 高环境规制强度

ｌｎｅｖ －０．０１０　６＊＊＊ －０．０３２　１＊＊＊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４）

ｌｎｅｖ２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００）

ｌｎｈｕｍ　 ０．２８６　１＊＊＊ ０．３５８　６＊＊＊ ０．２５３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５）

ｌｎｃｒｅ　 ０．０１６　１＊＊＊ ０．０１４　４＊＊＊ 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５２　４＊＊＊ －０．０５９　４＊＊＊ －０．０３６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ｌｎｓｐｒａ －０．０６９　７＊＊＊ －０．０５０　５＊＊ －０．０８０　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９１　７＊＊＊ ０．０７４　８＊＊＊ －０．１１８　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９）

＿ｃｏｎｓ －０．１２２　４ －０．４３９　７ －０．３１１　０
（０．６３４） （０．１５３） （０．５７６）

ＡＲ （１） ０．０２９　２　 ０．０２９　７　 ０．０３９　５
ＡＲ （２） ０．７９８　５　 ０．６８５　４　 ０．８３５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８５７　５　 ０．７８８　６　 ０．９９７　０
Ｎ　 ２１９　 ２１９　 １１１

　　注：圆括号内表示ｐ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ＡＲ （１）表示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 （２）表

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所有回归均采用ｔｗｏｓｔ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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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门限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估计值 ｔ统计量

ｌｎｅｖ （ｌｎｅｖ＜＝２．０６７） －０．０４２　９＊＊ －２．２１
ｌｎｅｖ （ｌｎｅｖ＞２．０６７） ０．００８　４＊＊＊ ３．３７

ｌｎｈｕｍ　 １．０７９＊＊＊ ５．９２
ｌｎｃｒｅ　 ０．０６４　４＊＊＊ ４．３６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１３８＊＊＊ －７．１４
ｌｎｓｐｒａ －０．１９７＊＊＊ －６．９１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２９　６　 ０．５５
＿ｃｏｎｓ －１．１７８＊＊＊ －３．３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回归结果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循环１　０００次得到。

　　１．以环境规制强度平均值划分分析。从表３
结果来看，当环境规制水平低于平均值时，环境
规制抑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降低０．０１０　６％，
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环境规制水平较
低时，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不足，不利于工
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为了进一步验证低环境
规制水平下，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否会随着规制
强度的增强而得到提升，继续在模型中加入环境
规制的平方项。结果显示，加入平方项后，环境
规制的平方项系数为０．００５　７，且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低环境规制水平地区，环境规制与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同样存在 “Ｕ”型变化趋势。当环境规制跨越拐点后，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绿
色发展水平；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均值 （２０．６６１　０）时，环境规制能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
规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将提升０．００３　５％。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
展之间整体呈现 “Ｕ”型关系，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对于
上文测算出来的 “Ｕ”型曲线的拐点 （４０．０８１　０），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尚不能有效促进工业绿
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
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将会由抑制转为促进。

２．门限回归分析。表３从均值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在低环境规制水平下与工业绿色发展呈非线性关系。但是将均值作为分组的依据，并不一定能够准
确划分环境规制变动的具体门限水平，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非动态面板模型进行门限回归分析。
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单一门限效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限与三重门限回归均不显
著。从表４门限回归结果来看，当环境规制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抑制工业绿色发展；当环
境规制跨越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由负转正。因此，同样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工
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区域工业绿色发展基础具有较大差异以及区域内工业企业的污染敏感性不同，环境规

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而且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类型的选择对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也存在不同。因此，本文在分析整体层面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从区域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类型两方面，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作用的异质性。

１．区域异质性。从不同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因为东、中西部①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结果如表５所示。从计量结果看，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发
展。环境规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０．００８　２％，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主要
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对治理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守法成本能够做到有效承担，有
积极性且有能力进行排污技术革新，提高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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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１１个省（市）；中西部地区主要
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地区１９
个省（市、自治区）。



水平的提升。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则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水平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降低０．００９　８％，加入平方项后，环境规制的平方项系数为正，系数为

０．００７　２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一次项系数仍为负。可见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仍然呈现 “Ｕ”型变化趋势。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处于
“Ｕ”型曲线的左边，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重工业比例大，治污成本高，导致该地区工业短期内
难以突破技术瓶颈，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经济增长的压力也迫使中西部地区通过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
长效益，因此出现了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作用不显著的结果。这与申晨等［１５］的研究结论
较为相似。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大，逐步跨越拐点，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工具的技术创新
效应将得到有效发挥，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将有效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

表５　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ｇｑｕｌ

东部 中西部

ｌｎｅｖ　 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０９　８＊＊＊ －０．０４３　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ｌｎｅｖ２ ０．００７　２＊＊

（０．０４７）

ｌｎｈｕｍ －０．０８６　９　 ０．０１９　２ －０．０９６　５

（０．９２０） （０．９３５） （０．６２５）

ｌｎｃｒｅ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１６　４

（０．７６６） （０．７８１） （０．２７８）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１６０　５＊＊＊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８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ｌｎｓｐｒａ　 ０．２６０　８＊＊＊ －０．０７３　７＊＊＊ －０．０７４　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ｄ　 ０．１５０　３＊＊＊ ０．１４６　８＊＊＊ ０．１４５　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ｃｏｎｓ －１．８５２　８　 ０．６２５　５　 ０．７９５　８

（０．３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３）

ＡＲ （１） ０．１７４　３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７

ＡＲ （２） ０．１３５　３　 ０．３２１　６　 ０．３６９　０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１．０００　０　 ０．９８２　５　 ０．９９６　５

Ｎ　 １２１　 ２０９　 ２０９

　　注：圆括号内表示ｐ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ＡＲ （１）表示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 （２）表

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所有回归均采用ｔｗｏｓｔｅｐ。

２．环境规制类型异质性。上文从政府投资型环境规制角度考察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接
下来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①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分别对不同环境规制
类型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６所示。

—７８—

杨仁发，等：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① 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数据在２０１７版《中国环境年鉴》没有进行统
计，因此这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的数据的年限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表６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ｇｑｕｌ

ｌｎｅｒｃ　 ０．０１５　９＊＊＊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ｌｎｅｒｐ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１０　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２）

ｌｎｅｒｓ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３
（０．３４４） （０．５２２）

ｌｎｈｕｍ　 ０．２０９　３＊ ０．２１１　６＊＊＊ ０．２４０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ｌｎｃｒｅ －０．０１８　８＊＊＊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８　８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４３）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７）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３６　７＊＊＊ －０．０３２　８＊＊＊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ｌｎｓｐｒａ －０．０６５　９＊＊＊ －０．０４８　２＊＊＊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６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２８　８＊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３１　４＊＊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９７） （０．５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６５４）

＿ｃｏｎｓ　 ０．１１７　２ －０．１４３　５　 ０．０６６　９　 ０．０５１　７
（０．７１１） （０．５００） （０．７９８） （０．８０６）

ＡＲ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５
ＡＲ （２） ０．６０３　０　 ０．７２１　１　 ０．９０４　４　 ０．８７１　０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２９６　５　 ０．８５４　３　 ０．３６４　７　 ０．９３１　３

　　注：圆括号内表示ｐ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ＡＲ （１）表示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 （２）表明不

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所有回归均采用ｔｗｏｓｔｅｐ。

从实证结果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命令型环境规制每提高
一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０．０１５　９％，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命令型环境规制作为工
业广泛采用的规制工具，通过有效规制标准的设计，对工业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进行强制约束，促
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０．０１１　３％，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借助市场
激励的手段实现市场价格成本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影响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排污成本，能够对制造业
企业发展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以及技术创新进行持续有效的激励，进而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但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发挥需要健全的市场体系与之匹配。从系数大小来看，命令型环境
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说
明以行政处罚案件数为代表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说明现阶段
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有效性，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较为一致。公众参与型
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虽然环境上访次数增加能够
促进上级部门对环境的重视，进而影响政府对环境污染项目的决策以及改变企业污染行为，改善环
境质量，但是现阶段居民环保意识欠缺，而且对于环境保护方式、途径以及信息等缺乏相应了解，
同时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
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地将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加入到模型中回归发现，三种环境规
制类型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说明上述实证结果是稳健
的，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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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作用的基础上，采用中国３０个省 （市、自治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１）从整体来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整
体呈现 “Ｕ”型变化趋势，结论经过进一步检验依然成立；（２）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而言，环
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而与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 “Ｕ”型
关系；（３）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而言，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而公众参
与型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动态处理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于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区域，政

府仍需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额，通过政府治污导向引导工业企业从追求规模效应逐渐转向 “创
新效应”，进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绿色发展效率，逐渐减弱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 “挤出效
应”，从而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对于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则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
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环境规制成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第二，合理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环境规制政策。政府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中，应根据各省市的经

济发展水平实际情况体现出区域差异化特征。对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已经成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途径，但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 “挤出效应”仍然占据主导位置，因此中西部工业企业应不
断加强对先进治污技术的吸收能力，积极引进技术创新人才，逐步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将
环境规制的 “挤出效应”转化为 “创新效应”，促进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第三，采取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体系。考虑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

效果差异，在命令型环境规制方面，需要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发挥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绿
色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方面，应加大对重污染工业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力
度，同时细化征收范围，实现分类征收；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对于环
境保护的参与意识，降低公众参与的障碍和成本，使得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也成为提升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

公共投入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同时加强工业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吸收与转化能
力，提高工业治污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实现工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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